深港两地轨道交通的建议

我在深圳从事基础设施相关工作，跟香港的连接也比较多。铁路方面，港铁公司一直是我们的老师，2004年，我们跟港铁合作，完成了4号线的建设并顺利运营，港铁公司“地铁+物业”的成功做法，带动了深圳一批城市规划、交通领域人士的关注，我们获益良多，做出了一些成果。借助港铁，我们建立了深圳市轨道交通竞争运行体制，通过深圳地铁和港铁的适度竞争，使我们可以看清成本与效应之间的关系，为我们的补贴提供了依据，为其他有公益背景的事业提供好的指引。跟港铁的合作还会继续，比如4号线的延长线和其他的线路。2006年，我们跟香港合作搞了西部通道，在西部通道建设过程中，双方高度信任，成功地完成了西部通道的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“一地两检”的制度和“一国两制”的实践，有成功的地方，也有让我困惑的地方。由于《基本法》经济领域涉及的不多，具体工作中我们遇到一些障碍，比如，双方工业标准不一致，在合作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建设、验收，继续合作下去确实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。果然不出所料，“一地两检”在西部通道成功了，但是在高铁就遇到了阻力。我现在仍然是广深港高铁政府协调小组深方的组长，铁道部委托我们深圳市管理这段铁路。铁路是从深圳这边挖过去的，挖过边界的时候土都要从深圳出来，不可能从香港出来，一直挖到了西九龙。这个过程中只要一过边界就要用香港的法律。一个工程要用两种法律怎么办？经两地政府充分协商，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分别应对不同阶段的工程情况。比如在掘进阶段出了事故以后怎么办，虽然在香港的地底下出了事故，但要按照香港的标准处理，可是要从深圳这边救出来再送到香港那边。现在挖通了，工作人员需要在地下隧道深港两侧工作，海关还没有建立，也需要办法管理。第三个阶段车通了，调试了，但没有正式运营，此时又需要另一种管理办法。第四个阶段是我们通车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双方合作愉快，项目进展顺利。但广深港铁路开通以后的运营方式，到现在也没有确定。
可以想象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碰见多少的法律问题、行政问题、技术标准问题和文化背景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深港合作，再进一步的话，这四个方面都需要更多一些探讨。福田站虽然已经建好了，但是我们的折返能力不足，是要通过西九龙折返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个铁路上是命运共同体，我们双方要共同争取从香港和深圳向全国发车，这样的话对我们两地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。
港深西部快速铁路，是两地连接的事情，原来两地政府做得很好，共同委托第三方做了研究，一致都是正面的评价。后来香港放低了速度，据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更重要的基建要开展，认为这个投资不值。所以我建议我们是不是更深入地研究这件事情，既然双方意见不一致，那让市场去判断这件事情成不成立，两地政府最好不要多发言。如果市场的投资者、未来的运营者都认为不值，那我们就放一放；如果真的觉得有值，双方政府再拿到台面上讨论。
关于“一路一带”，我们现在国内的铁路确实面临着一个改革，无论是城市铁路还是国家铁路。国家铁路债务太大，城市铁路也面临未来如何持续经营的问题。香港政府对待市场的经验，或者港铁对待管理、服务、成本控制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国内所有的公司，所以很有必要请香港在国家铁路改革、城市铁路改革中，对我们在体制机制，包括经济、成本分析方面给予协助。在这当中，培训高级管理人员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
我们双方都在国外有一些铁路项目，香港在伦敦、新加坡、堪培拉，内地在哈萨克斯坦、尼日利亚、埃及等地都在谈，走出去以后双方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。内地的强项显然是资金、设备、装备和人力，对香港来说，显然是市场经验、国际化程度占优势。我们出口巴西的车辆，据说因为我们的中式英文说明书巴西工程师看不懂，后来港铁又重新翻译了一次。类似这种情况，“走出去”遇到的还有很多。我觉得香港作为“一路一带”的超级联系人的地位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但是，怎么样加强两地合作，还需要再研究。
以前无论是合作成功的还是没有成功的项目，一个最大的问题是，合作成功是基于信任，没有成功是基于不信任。如果没有共同信任的基础，深港两地起码在基础建设的层面上，很难有大的作为。所以我强调的是：信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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